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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这样一个的例子，不是想把潘先生广博的知识和宽阔的视野化约为某种庸俗化的学科意

识。相反，如果我的叙述基本上反映潘先生思想的某一侧面的话，那么，这样一个旧著重读的例

子，为我们进一步表达了另外一种体会。最近，在一次私下的聊天中，有新一代哲学家发出发展

“中国思想”的号召，“鼓吹”我们的学术需要自主地寻找我们文化的根。对于“中国思想”的

定义，我的理解不是十分明晰。但是，对我而言，潘光旦先生的那种综合、那种“人文史观”的

表述，离我感觉中的“中国思想”最近。与我们这代人有“代沟”的潘光旦，他的思想提出得很

早，我们这代人对他的年代和世界，可能也很难再加经历，但他的洞见远非过时，因为从潘先生

那代人到我们这代人，“中国思想者”没有停止地需要面对一个“人文史观”的问题：人文世界

的合理格局，如何在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中得以确立与传承?在 1951 年那个特定的年代，潘

先生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有着特定的限定。面对一个努力在历史上不平等的“天下”之中，如何

真正实现民族及文化间平等的“多元一体”民族国家，是潘先生当时提出来希望具有“位育优势”

的知识分子加以深入讨论和“检讨”的论题。五十年过去了，这个论题似乎已经不再引起人们的

关注。今天，有更多的学者跟随着时代的变化来界定我们的“问题意识”，就是研究者的任务。

于是，在“全球化”的声涛中，在“西部开发”的号召中，我们再次进入了值得我们像潘先生那

样去进行“历史检讨”的时代。而我能看到，时至今日，我们仍然不应轻易地认为，潘先生指出

的那个历史遗留的问题己不再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也仍然不应轻易地认为，它对我们的人文学和

社会科学研究再没有制约了。举一个例子来说，在我们从事的人类学研究中，有多少人能像潘先

生那样来“检讨我们历史上的大民族主义”，在一个具有深刻历史反思的基础上确立我们的论点、

对待我们的“研究对象”——“少数民族”?另外，在近期的“跨文化对话”的讨论中，有多少

中国学者能像潘先生那样，基于我们自身的历史和人文身份，来展望这个世界，真正从文化之间

的“互惠”关系中理解我们的文明史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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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学习知识与技能，但更需要学习如何做人 

                      ——在《潘光旦文集》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 

 

马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学人类学所教授） 

 

《潘光旦文集》十四卷的出版，是我国学术界的一件大事。潘先生过世已经 34 年了，中国

社会在这 34 年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他当年写下的文字，我们今天读起来，依然觉得处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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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启发。在这些写于几十年以前的文字中，我们读到的不仅是精辟的学术观点，也感受到潘先

生做学问的严谨学风和他做人处世的态度与风范。 

上个周末，北京大学召开了教学工作会议，讨论北大今后本科教学体制的改革，强调要实行

从专业教育向基础教育的转变，提出要培养创造性人才，这些改革方案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大家

讨论本科招生与学生管理的具体办法，讨论改革选课制度，这一改革对于北大未来的发展无疑是

非常重要的。但是同时我也注意到，大家在讨论中所关注的核心问题，还是大学应当如何把知识

与技能传授给学生。 

我近日读潘先生《文集》第八卷最后一篇文章，题目是《教育制度的修正》。1934 年当时的

北大校长蒋梦麟先生有一个修正教育制度的提案，提出学校要采取双轨制来同时培养做学问和做

职业这两种社会上都需要的人才。潘先生认为只有这一提议“还嫌不够”，指出这两部分人才在

做事的同时，“也都要做人”，而“究应如何做法，目前的教育制度却还没有理会”。他特别强调

“要知只有在‘做好人’的共同目标之下，做学问的人与做职业的人之间才彼此可以不相倾轧，

可以和衷共济。以前的旧教育对于这一点倒是承认了的，无论忠孝节义一类的道德理想，在今日

看去，是怎样的不合时宜，但在往日，凡是能忠、能孝……的人，不论其所业为士、为农、为工、

为商，其为无忝于做人之道，其为同样可以受到当时与后世的景仰则一，否则，无论一个人有多

大学问，也还要受人唾弃。……孔子的全部教育学说是两个字——做人，做学问、做职业，都是

余事。以做人的原则来绳蒋氏等的教育提议，就觉得它很不够了”（2001：602）。 

上面这段文字读后，感触颇深。我们在日常接触的人当中，有一些人学问做得不错、甚至是

在社会上有一些影响，但是恰恰不懂得如何做人，不懂得对周围的人给予起码的尊重。“文化大

革命”是把要“做好人”的那些传统上的道德伦理（所谓“中庸之道”、“己所不欲，无施于人”）

都批判得干干净净的，在所谓“革命”的名义下，鼓励人们相互批判， “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而且在这种斗争（潘先生称之为“倾轧”）中反而把别人的宽容看成是

弱点而加以利用，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这些目的无论表面上讲得多么冠冕堂皇，骨子里追求的

却是权力和利益。如果我们的社会中这样的人不断地多起来，那么不管科学技术发展到多么高的

水平，这个社会仍然是一个糟糕的社会。在今天我们讨论中国的教育制度改革时，重温潘先生在

67 年前写下的这些话，我觉得仍然是很有意义的。而要培养学生如何“做人”，并不是开出来几

门政治课就能够真正解决问题的。而且我们学校里目前的政治课，讲的主要也还是政治观点和“意

识形态”方面的“知识”，并不重视做人的基础道德。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我国社会在急剧变

化之中，我们尤其不能忽视中国传统教育中这个最核心的问题。 

潘先生的十四卷文集，是中国老一辈知识分子留给我们的宝贵文化学术遗产的一部分，任何

一个社会和文化的发展都不能割断其自身的历史。我们这些解放后出生的一代，需要从老一辈学

者那里学习许许多多的东西，不但要学习他们的知识，更需要学习他们如何做人，学习他们为人

处世的道德与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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